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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近代中日两国真正意义上的交流始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

１８７０年，成立不久的明治新政府即派外交代表柳原前光柳原前光

等前来中国，游说清政府与其订约通商，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翌

年，两国代表在天津天津最终签订《中日修好条规》和通商章程，约

定互设使领馆，准许彼此商民来往贸易等。六年后，以何如璋公使

（副使张斯佳、参赞黄遵宪等）为首的第一届驻日使团进驻日本。

尽管清政府在鸦片战争后，与英法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

不平等条约，“天朝帝国”名誉扫地，但这些以学者、文人为主体的

使馆人员，却受到日本朝野人士，尤其是文化界人士的热诚欢迎。

他们经常聚集一堂，把酒论诗，交流思想，切磋文艺，呈现出与当时

的政治环境迥异的友好气氛。何如璋的出使游历记《使东述略》、

黄遵宪的《日本杂事诗》等均不同程度地反映了这些情况。１８７９

年，以《普法战记》而扬名海内外的报业人士王韬东渡日本，由长崎

长崎经神户、大阪、横滨横滨，抵东京东京，前后游历四个月时间，

并将此次东瀛之行的所见所闻，撰写成《扶桑游记》一书公开出版。



王韬此次访日，所到之处受到的欢迎可以说是空前的。日本文士

均以能让王韬评诗题签为荣，争相设宴以待，或陪其出游。诚如

《扶桑游记》序言中所记“壶觞之会，文字之饮，殆无虚日”，“承诸君

子之款待周旋，可谓至矣”。

然而，近代历史的演变，对中国来说异常悲惨。数年后的中法

战争，腐败的清政府又让法国打得“落花流水”。再后来，甲午一

战，泱泱天朝大国竟然败于“东夷小国”，这一悲惨的现实不得不让

清朝上下为之震惊，使因循守旧的知识阶层猛醒。于是，传统文化

上一直是师长之辈的被日本人尊称为“圣人之国”的国度，一下子

把目光转向了这个西化成功的东邻之国，将其看作是学习效仿的

对象。清政府基于挽救岌岌可危的自身统治的需要，亦只好推出

一些以日本为样板的改革措施，其中包括模仿日本制订新学制，设

立新学堂，聘请日本教习，奖励赴日留学考察等项目。甲午战后的

第二年，清政府就派出了１３人的留日学生，由此揭开了近代中国

人赴日留学热潮的序幕。至日俄战争时的１９０５年前后，在日中国

留学生人数高达八千人之多。与此同时，官绅及各地人员到日本

游历、考察也蔚然成风，一时间，狭长的岛国日本，尤其是弹丸之地

的东京东京汇集了众多来自中国各地的留学生和游历官绅。其中

一些人还写下了考察日记或游历记，如：张謇《东游日记》、缪荃孙

《日本考察事务游记》、吴汝纶《东游丛录》、黄庆澄《东游日记》、王

之春《谈瀛录》、黄尊三《日本留学日记》、李筱圃《日本纪游》、王景

禧《日游笔记》等，为我们了解明治维新后日本的社会、经济、科技、

文化等，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这些日记或游记通常被称为

“东游日记”，已故日本学者实藤惠秀竭毕生精力收集这些游记，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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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个人收藏的就多达２２７种，其中晚清的１４８种，民国时期的７９

种。战争期间，为避免民间的贵重文献毁于战火，东京东京都教育

局制订了“战时特别征收图书”制度，实藤将包括这２２７种游记在

内的四千余部个人藏书全部贡献了出来。这些“东游日记”如今完

好无损地保存在东京东京都立中央图书馆里。

多年来，我国在“东游日记”的整理出版及研究方面，取得了丰

硕成果，早在八十年代钟叔河主编的《走向世界》丛书中，就收录了

《早期日本游记五种》。九十年代以后，又有王宝平主编的《晚清中

国人日本考察记集成》（后来改题为《晚清东游日记汇编》）问世，为

推动此领域的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

与中国人留下了众多的“东游日记”一样，近代日本人也撰写

了大量的中国游记。目前散见于日本各大图书馆的近代中国游记

专著多达数百部，其中以作为国立国会图书馆支部的东洋文库收

藏为最，该文库近代中国研究委员会于１９８０年编辑出版了《明治

以降日本人的中国旅行记解题》，对该文库所收藏的明治（１８６８—

１９１２）、大正（１９１２—１９２６）、昭和（１９２６—１９８９）三个时期（截止至

１９７９年）逾四百种中国游记，作了简要提示或简介。其实正如此书

前言所及：“这个数字与明治以来日本出版的全部中国旅行记相

比，只是九牛一毛而已。”由此可以察知，这些游记的数量之多。而

且，仅就该文库收藏的游记而言，其中以昭和时期的居多（几乎占

整体的三分之二），明治和大正时期即大致相当于晚清民初时期的

尚有许多遗漏。这固然由于这一时期距今时间久远，不少游记已

很难寻找，一些书甚至已成孤本。而且收藏者又很复杂，除图书馆

或特殊文库外，尚有不少是个人或民间团体。因此，全面收集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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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记本身甚为困难。可喜的是，日本游摩尼（ゆまに）书房于１９９７

年出版了由小岛晋治监修的《幕末明治中国见闻录集成》二十卷，

后作为其续篇又相继出版了《大正中国见闻录集成》二十卷，收录

了清末民初时期的中国游记６５种，其中包括一些世人所不易看到

的珍贵资料，大大地方便了读者。但这套四十卷本的中国见闻录

集成也只能说是这一时期中国游记的精选本。笔者十余年来，一

直致力于日本人所写中国游记的收集和考察，目前我个人收罗或

目睹的仅清末民初时期的游记大大小小已不下三百余种，以后将

择其精者陆续介绍给广大读者。

前面提到，近代中日两国真正意义上的交流始于１８７１年的订

约建交。应该指出的是，出于国策的打算，较之中国人，日本人在

交流之初就显得异常积极主动。与迟迟至１８７７年末才派使团进

驻日本相对照，１８７２年初开始，日本即先后开设上海上海领事馆

（首任领事品川品川忠道）和福州福州领事馆（领事井上让未赴

任），同年８月，政府派遣陆军少佐池上四郎池上四郎等三人前往

我国东北侦探考察。早在前一年政府就派福岛九成等九人赴中留

学。１８７３年开设香港领事馆，并派遣美代清元美代清元中尉等八

名陆军留学生赴中。１８７４年８月在北京北京设置公使馆，并开始

常驻外交官。同年又开设厦门领事馆。两年后牛庄领事馆和芝罘

领事馆也先后开设。同时期，与日本的出兵台湾台湾相呼应，大批

军人进入台湾台湾和大陆，从事侦探和调查活动。１８７５年２月，受

政府委托，三菱商会开通横滨横滨至上海上海间的定期航路，投入

“东京东京丸”等四艘汽船，开始每周一班的航行。同年８月，共同

运输公司又开通日本—芝罘—天津天津—牛庄间不定期航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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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方便了日本人的中国渡航。

日本政府及其后援组织或企业的这些举措，无疑鼓励和方便

了日本人的中国进出。因此，自中日订约建交开始，前往中国的日

本官民组织或个人逐渐增多。这些组织或个人目的多种多样，有

的是来观光旅游，有的是来调查侦探，收集情报，有的是来求学或

工作，还有的是出于其他目的。其中一些组织或个人把亲身所见

所闻或所感所思以日记、游记、笔记、见闻录、报告书、调查书、复命

书、地志、诗文等形式记录了下来，有的已公开刊行，有的尚未正式

发表，有的归入秘藏档案。以上这些我们统称之为游记。

当然这些游记中，有的内容比较肤浅，价值不大，有的甚至是

作者带着有色眼镜看中国，偏见和谬误甚多。但其中也有许多颇

有价值者。不少书不仅详细描述了作者所到之处的山川景物、风

俗民情及物产，而且还记录了作者所拜会的知名人士的逸事，有非

常高的史料价值。

在撰写游记的组织或机构中，较有代表性的有日清贸易研究

所、东亚同文书院、满铁调查部等在华机构以及日本国内的学校修

学旅行团等，其中留下游记最多的当属东亚同文书院。该校每年

都组织毕业生分班前往中国各地及东南亚地区踏查旅行，其足迹

几乎遍及中国的各个省区。作为义务，回来后撰写调查旅行报告

书，如《旅行纪念志》（１９１１）、《孤帆双蹄》（１９１２）、《乐此行》（１９１３）、

《沐雨栉风》（１９１４）等，即第８期至１１期学生的调查旅行记。东亚

同文会于１９１６年至１９２０年出版的十八卷本《中国省别全志》，就是

根据该书院学生的调查旅行报告汇总编辑而成的。目前国内已出

版了几本这方面的译稿和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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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自个人之手的游记为数最多。以明治、大正时期为例，这些

撰写者从身分来看，大体有以下几种类型：

第一、官僚或政治家。如作为驻华使馆外交官的竹添进一郎于

１８７６年５月从北京北京出发，经河北、河南至陕西陕西，进而翻越秦

岭，横断栈道难关进入成都、重庆。后乘舟下长江，过三峡，８月抵上

海上海。其将此次历时百余日的长途跋涉以优雅的汉文写成《栈云

峡雨日记》刻印出版。卷首尚有李鸿章李鸿章、俞樾等名流所作的

序。另外较有代表性的还有：大鸟圭介《长城游记》（１８９４）、黑田清隆

《漫游见闻录》（１８８８）、村木正宪《清韩纪行》（１９００）、米内山庸夫《云

南云南四川踏查记》（１９４０年版，实为１９１０年之行）等。

第二、学者及记者、编辑。这类游记较多，如曾历任过《大阪朝

日新闻》、《台湾台湾日报》、《万朝报》等报社记者或主笔、后任京都

大学东洋史学教授的内藤湖南湖南于１８９９年９至１１月游历中国

北方及长江流域地区，并与严复、方若、文式、张元济、罗振玉等会

面笔谈。事后写下游记《燕山楚水》（１９００）。另有小室信介《第一

游清记》（１８８４），尾崎行雄《游清记》（１８８４），户水宽人《东亚旅行

谈》（１９０３），德富苏峰《七十八日游记》（１９０６）、《中国漫游记》

（１９１８），桑原骘藏《考史游记》（１９４２年出版，实为１９０７—１９０８年之

行），竹中清《蒙古蒙古横断录》（１９０９），小林爱雄《中国印象记》

（１９１１），宇野哲人《中国文明记》（１９１８），川田铁弥《中国风韵记》

（１９１２），那波利贞《燕吴载笔》（１９２５）等。

第三、作家或艺术家。如曾被胡适称为“新派小说家”的芥川

龙之介受大阪每日新闻社委托，于１９２１年３月末至７月初，前来中

国。从上海上海登陆后，先后游历苏杭、南京南京、九江、汉口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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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长沙长沙等地，然后经洛阳至北京北京，最后由天津天津经沈

阳、朝鲜归国，几乎跑遍了大半个中国。在华期间还拜访过章炳

麟、郑孝胥、李汉俊、辜鸿铭、胡适等人，并在游记中分别记下了对

前四人的访谈录。后结集出版的《中国游记》（１９２５），即这位年轻

作家留下的民国１０年时的中国印象记。这类游记还有：鸟谷又藏

《中国周游图录》（１９１４）、夏目漱石《满韩漫游》（１９０９）、河东碧梧桐

《游中国》（１９１９）、佐藤春夫《南方纪行—厦门采访册》（１９２２）、木下

太郎《中国南北记》（１９２６）等。

第四、教习及留学人员。清末学堂聘请日本教习是近代中日

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史实，教习所留下的中国游记也是一项不容

忽视的遗产。如北京北京东文学社教习高濑敏德的《北清见闻录》

（１９０４）、先后在陕西陕西宏道高等学堂和湖北武昌陆军小学堂担

任过教习的小山田淑助的《征尘录》（１９０４）、成都补习学堂兼优级

师范学堂教习中野孤山的《横跨中国大陆———游蜀杂俎》（１９１３）

等。留学人员的游记有从师于俞樾的井上陈政的《西行日记》

（１８８３）、后藤昌盛的《在清国见闻随记》（１８８４）等。这类人员构成

比较复杂，有的留学时的身分是学者，则列入第一类型，如桑原骘

藏、宇野哲人等。

第五、军人或所谓大陆浪人。如海军少尉曾根俊虎于１８７４年

为筹备军需物品被派往上海上海，两年后又被派到中国从事谍报

等活动，１８７８年回国后向政府献上《清国近世乱志》和《诸炮台图》。

其后又多次潜入中国侦探调查。《清国漫游志》（１８７４）、《北中国纪

行》（１８７５）等，即其游历之记录。另外较有代表性的还有：岛弘毅

岛弘毅《满洲纪行》（１８８７）、小越平陆《白山黑水录》（１９０１）、植村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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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郎《满洲旅行日记》（１９０３）、日野强《伊犁纪行》（１９０９）、吉田平太

郎《蒙古蒙古踏破记》（１９２７年版，实为１９１９年内蒙古蒙古东部及

洮南地区的旅行日记）等。

第六、实业家或商人。如：实业家木村市《北清见闻录》（１９０２）、

古董商中村作次郎《中国漫游谈》（１８９９）、设立图南商会的阿川太良

《中国实见录》（１９１０）、曾担任过日本邮船公司上海上海支店长的永

井久一郎《观光私记》（１９１０）、在天津天津经商十余年频繁来往于中

日之间的山本唯三郎《中国漫游五十日》（１９１７）等。

第七、宗教界人士。自古以来，中日宗教界的交流与往来就十分

活跃，以鉴真鉴真和尚东渡、日本的遣唐僧、遣宋僧、遣元僧等为代表

的中日佛教之间的友好交往，最能说明古代日本学习中国的这一史

实。但到了近代，关系却发生了逆转，出现了日本佛教徒主动打入大

陆的所谓“中国开教”。１８７６年８月，东本愿寺即于上海上海开设其

别院，当时中国人称之为“东洋庙”。其实早在１８７３年，东本愿寺和

尚小栗栖香顶香顶就以调查和布教为目的前往大陆，后以留学身分

在北京北京龙泉龙泉寺从本然本然师学北京北京话。《北京北京纪

游》和《北京纪事北京纪事》（１８７３）即其游学记录。其他较著名的游

记还有：河口慧海《西藏西藏旅行记》（１９０４）、橘瑞超《新疆探险记》

（１９１２）、来马琢道《苏浙见学录》（１９１３）、大谷光瑞《放浪漫游记》

（１９１６）、青木文教《西藏西藏游记》（１９２０）等。

第八、儒学者及民间人士。如与何如璋、黄遵宪、杨守敬等驻

日使馆人员交往甚密的儒者冈千仞，应王韬之邀，于１８８４年５月至

翌年４月前来中国巡游观光。他以上海上海为据点，先后游历苏

州苏州、杭州等地后，又北上天津天津、北京北京，最后入广东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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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经香港回国。其每到一处，必求见当地官绅名流，阔谈时局和

救国之策，先后拜访过李鸿章李鸿章、盛宣怀、俞樾、张裕钊、袁昶、

李慈铭、张焕纶等知名人士。其撰写的《观光纪游》（１８８６）是了解

中法战争开战前后时期的中国社会，尤其是知识阶层思想状况的

绝好材料。另外，山本梅崖的《燕山楚水纪游》（１８９９）也是这类游

记的代表之作。这里的两部纪游与前面提到的竹添进一郎的《栈

云峡雨日记》被称为明治时期最有代表性的三部汉文体中国游记。

这些游记本身内容广泛，其社会影响也较复杂，加之作者身分

多样，动机不一，因此不应猝然定位，亦难于一概而论。但如果把

它们笼统地分为纯粹以游山玩水为目的的游记和以特殊使命或特

定目的而出游的行役记两种性质的话，那么近代日本人留下的中

国游记则多属后者。由于当时日本人的中国之行，总体上与日本

的大陆扩张政策相关，因此这就决定了他们所写的游记大多不同

于纯粹以访古探胜、欣赏大自然为目的而做的“观光记”，而是以调

查和探知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地理、风土、人情等为目的

的“勘察记”或“踏勘记”。正因为这一点，从今天来看，这些游记本

身已远远超出文学的范畴，而是涉及历史地理学、中外关系史学、

经济史学、文化史学等多种领域、多门学科的综合科学，是我们研

究近代中日两国的社会、经济、政治、军事、外交、思想、文化等所必

不可缺的重要史料。而且，这些游记多配有图画、照片等，非常珍

贵。这是同时代中国人写的“东游日记”中所少见的。

我们常说，近代中日关系发生逆转，即古代日本学中国，近代

中国学日本。同时也常说，到了近代，尤其是以甲午之战为契机，

日本人对中国人由崇敬而变为蔑视。那么，中日关系是如何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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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逆转的？日本人又是如何由对中国人的敬仰而变为蔑视的？

这些游记不失为解读这种演变过程的一方上好材料。因为它们对

近代日本人中国观的形成及其演变过程起到了不容忽视的重大作

用。像短期内一再重版的德富苏峰的《七十八日游记》（１９０６年１１

月初版发行后不出两个星期即再版，一年后则发行第三版）、尾崎

行雄的《游清记》等不少游记，对当时的日本人，甚至是决策层在对

华态度上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另外还有像安东不二雄的《中

国漫游实记》（１８９２）以及极力主张对俄开战的户水宽人的《东亚旅

行谈》等，在意识形态领域对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等近代史上的重

大事件也曾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以上这些都是需要我们认真加

以考察和研究的课题。

本丛书主要收录自中日建交的１８７１年至１９２０年前后的游记，

但其中也有一部１８６２年“千岁丸”航渡上海上海时的比较全面的

见闻资料。考虑到这是日本开国后第一次有组织地踏上中国土

地，并留下的见闻录，故一并收录进来。

在收集和考察近代日本人的中国游记时，笔者一直在思考并

痛感到这样一个似乎是老生常谈的问题，即对于小到一个人、一个

组织，大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认识并明白自己，了解并熟悉

对方，同时吸取教训，重视积累，日求进步，是何等重要之事！相信

贤明的读者会从这套丛书中得到诸多启发和思考。这也是笔者企

划和编选这套丛书的主要动机和目的之一。

张明杰

２００６年１０月于东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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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 者 前 言

吉川幸次郎（１９０４～１９８０）是日本中国文学研究家，京都大学

教授，一生著述等身，尤以元杂剧研究、杜甫研究等方面的卓越成

就著称于国际汉学界。他一生为学，近者追随其师狩野直喜的治

学风范，远者景仰清代乾嘉学者的精神性格。在中日战争的年代，

他远离弥漫日本全国的军国主义和国粹主义气焰，埋首于学术研

究。晚年以“城市儒者”自居，表现了对于中国儒学文化和中国文

学“日常性”的终身向往。在这一意义上，他的学生高桥和已总结

他的学术研究是“儒家的文化研究法”，其学术热情背后是“人格化

的哲学”。他的著作有众多单行本问世，后被编成《吉川幸次郎全

集》。

一

１９２８年４月到１９３１年２月，吉川在北京度过了将近三年的留

学生涯。

在此之前，他曾于１９２３年春，第一次到中国旅行。他怀着中

学毕业刚刚考上京都大学的愉快心情，独自一人游览了上海、苏

州、杭州、镇江、南京等中国南方城市，１９岁少年敏感的心被美丽的

江南景物所深深陶醉，不由得深情感叹道：“中国，天生是我的



恋人！”

吉川留学北京，寄宿在东城区演乐胡同唐家专门延纳日本留

学生的延英舍，同住的同学有仓石武四郎、水野清一、三上次男等。

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本京都大学有关中国研究专业的毕业

生，原则上都被派往中国留学进修，这成了京都大学中国学的一种

传统，日本国内各种奖学金保证着这一传统事业的进行。如佐藤

广治、吉川幸次郎、木村英一、小川环树获上野奖学金，小岛祐马、

仓石武四郎获文部省奖学金，还有水野清一等人获东亚考古学会

的奖学金，先后来中国留学，这些人后来都成为在某一方面卓有成

就的中国学研究家。

在北京，吉川和仓石先用约半年的时间每天学习汉语，上午是

跟随一位叫奚待园的旗人读解《红楼梦》，下午是练习会话。一年

后，吉川到北京大学文学院听课，先后听过马裕藻、朱希祖、钱玄

同、沈兼士、陈衍以及中国大学吴承仕的课，另外，还曾向北京的杨

钟羲雪桥、南京的黄侃、吴梅等先生问学。就这样，他广泛接触了

相关专业教授们课内课外的学术风采和治学特点，也为他日后与

中国学者保持长时间的学术交流和友谊，奠定了基础。

课余，吉川一有时间就去琉璃厂、隆福寺的各家大小书肆，访

书买书，不仅访求到不少日本罕见的珍贵汉籍古本珍本，而且与当

时的一些书店老板也成了朋友。

三年的留学生活，培养了吉川幸次郎深厚的中国情结。这一

时期及此后的一段时间内，吉川不仅在学术研究的价值取向、方式

方法上取鉴于中国，而且，在衣着谈吐、行为举止，甚至思想情感

上，都热衷于与中国趋同，以至于多次被人误认作是中国人。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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